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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悲剧歌剧中男中低音

角色的审美比较 ①

潘　毅
（湖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中西方音乐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人种的不同、社会发展环境的影响的因素，存在着太多的差异性。就悲剧
歌剧而言，中国的悲剧歌剧发展较晚，它受西方悲剧歌剧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意味着观众

的审美需求和审美取向也不尽相同，对演唱者的演唱风格也就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在西方各个不同国家体系中的

悲剧歌剧中，尤其以意大利悲剧歌剧的体系发展得最为完善和系统，而在对男中低音声部的运用和要求上，也是意大利

作曲家威尔第开创了先河。以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为范本进行比较，从实例中对中西方悲剧歌剧中男中低音的

演唱的基本特征和演唱的技巧方法上进行对比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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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悲剧歌剧咏叹调的演唱比较
歌剧中的咏叹调是一种独唱的演唱形式，一般出现

在歌剧戏剧情节发展的关键性或极其重要的时刻，剧中

人物内心情感需要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中释放，悲剧歌剧

更是如此，痛苦的内心需要用这种连贯的有戏剧性的旋

律来宣泄，演唱者在演唱时能用高超的技巧淋漓尽致地

表达情感。

悲剧歌剧自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就被基本定型，咏叹

调的演唱成为了悲剧歌剧中极其重要的环节，甚至许多

观众的欣赏兴趣完全放在歌剧的咏叹调之上。自格鲁克

歌剧改革以来，悲剧歌剧发展很快，因为改革后的歌剧更

加注重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而悲剧歌剧因为人物性格

鲜明、命运多舛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之后的发展中，悲

剧歌剧中男中低音角色的人物内心情感还加入了戏剧性

表达，在演唱中要求男中低音歌唱者更加注意声音位置

的统一、声部角色布局的合理平衡、音色上的恰当处理

等，更好地塑造悲剧人物形象，表达悲剧情感。

１．１　声音的运用对比
在西方悲剧歌剧中，对男中低音声部角色的演唱用

声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低沉，浑厚、柔美而撼动人心，音

色表现苍劲、雄浑、豪壮的感情，音质铮然、极富神秘感、

独具魅力。到了威尔第时期，声音越来越因为追求戏剧

性效果而变得大、厚、重，对男中低音声部的演唱要求就

更加如此，声音饱满有力量、宽厚而庄严。因此，声音位

置要求高度统一、气息要求非常连贯稳定、咬字吐字都非

常规范在同一种状态上，清晰而饱满，所有母音的连接都

光滑而松弛，没有痕迹感。

而中国悲剧歌剧的咏叹调的演唱用声就复杂得多，

早期歌剧是直接以中国戏曲和地方音乐为依据而创作

的，无论是戏曲，还是地方民族民间音乐，它们都有很多

的分类和派系，各种唱腔、各种风格，所以声音的运用就

必须多样性，而且要表达出不同音乐的风格和特点，对声

音位置的要求，母音的要求都没有西方严格，喉咙的打

开、位置的保持都没有西方明显。如歌剧《白毛女》中的

男低音咏叹调《十里风雪》中，还加入了念白部分，以西方

的标准来看，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咏叹调，歌剧中其他

一些歌曲同样也有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地方民歌的素

材，并加入了很多的戏曲曲调，歌曲结构也很短小，演唱

用声略显稚嫩。

１．２　声部角色及音色设置的对比
西方男中低音声部在悲剧歌剧中的声部角色，在１９

世纪浪漫时期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由于当时的作

曲家在进行歌剧写作时对音域的拓展有需求，因而开始

重视男中低音声部角色的加入。在浪漫主义之前，即使

歌剧中出现男中音角色，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中音，像

莫扎特歌剧《费加罗婚礼》中，凯鲁比诺本身是个男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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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但也是由女中音声部来承担的。在意大利著名作

曲家威尔第的歌剧作品中，男中低音的声部角色开始空

前增多，比例扩大，此两个声部角色和高音声部角色的比

例是７∶３；在音色的运用上，威尔第赋予他笔下的男性角
色绝对的阳刚之气，运用相当多的胸腔共鸣来使音色宽

厚雄浑和有力量，表达悲剧角色的戏剧性效果。

声部角色的设置和音色的运用，是歌剧中非常重要

的两个方面，丰富多采的音色和合理的声部配置可以使

悲剧歌剧变得异常有感染力。西方歌剧的男中低音角色

设置一般都遵循三个原则：按年龄结构设置声部、按音色

特性安排角色类别、按声部各结构平衡。无论西方哪个

国家的歌剧，意大利、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等，他们在男

中低音声部的设置和音色的多样性上都有太多成功的先

例和典范之作，非常值得中国歌剧借鉴和参考。

而中国悲剧歌剧的软肋正在如此，声部角色的设置

历来比较失衡，音色的布局简单而缺乏多样性。在发展

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歌剧的声部设置和角色的分配

都是参照戏曲行当的划分，这就有了极大的局限性和不

规范性，戏曲行当简言之就是“生、旦、净、末、丑”，行当之

间只有唱法不同没有高中低声部的区别，因此，中国歌剧

涌现的好的咏叹调作品都是高音作品。在起步之初，有

精明观众曾如此评价中国歌剧：“红字多、大字多、正字

多、女字多、说说唱唱多［１］。”其中“女字多”正是批判的中

国歌剧角色基本以女性为主，如歌剧《白毛女》中，主要角

色是命运坎坷的女性角色喜儿，剧中咏叹调几乎都是给

喜儿安排的唱段，即便父亲杨白劳唱了一首《十里风雪》，

也仅仅是为自己角色出场增添气氛，而最终还是沦为了

喜儿角色的陪衬。“说说唱唱多”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歌

剧的道白和演唱没有分开，音色运用并不统一。直到

１９８７年歌剧《原野》首演的成功，才打破了这种苍白单一
的局面，《原野》中的两个人物角色管家男低音的出现、白

傻子诙谐的音色运用，都标志着中国歌剧角色分配和音

色运用的相对成熟化趋势。但整体比较而言，中国歌剧

的角色分配还有待完善，在音色的运用上，尤其在悲剧人

物的音色处理上，戏剧性音色还运用很少，音乐缺少张力

和冲突。

１．３　角色表现力的对比
在中西方歌剧中均以抒发剧中男中低音声部人物情

感为宗旨，刻画男中低音声部人物性格为目的，二者虽然

角色的功能一致，但运用手法上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

在西方悲剧歌剧中，男中低音声部角色都能形成鲜明的

人物形象，通过戏剧性的内心刻画、舞台表演、音色的表

现等等，各种身份上的符号都能用音乐语言淋漓尽致地

表达；

而中国悲剧歌剧中的男中低音声部角色不能在咏叹

调的表达中准确找到人物的定位，象征人物形象的各种

音乐符号在咏叹调中表现不明显，音乐主题不鲜明，只能

仅仅凭借音乐风格来表现，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２　悲剧歌剧宣叙调的演唱比较
宣叙调是一种接近朗诵的音调，音乐主题性不强，篇

幅比较短小的演唱形式，通常出现在歌剧中人物对话、独

白的情景之中，或是在咏叹调之前的简短述说中。对比

中西方悲剧歌剧中的宣叙调，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先从

形式风格来看。

在西方歌剧中，宣叙调在１８世纪正歌剧中只是做为
两首咏叹调之间的穿插而出现，接近于道白，伴奏极为简

单，节奏和速度都接近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语言。这种宣

叙调被称为“干念宣叙调”，它出现在悲剧歌剧中男中低

音演绎的角色时，也通常是一字对一音，有重音和轻音的

对比，在咏叹调出现之前的两三个小节，会加入一些旋律

性的音调，但还是以自然为主，演唱性很弱。到了１９世
纪，宣叙调的伴奏由原先的羽管键琴发展为乐队伴奏，音

乐性增强，乐队会给出一些有节奏性的带有一定音乐动

机的音乐作衬托，音响效果要相对丰满，音乐性增强，能

更好表达剧中人物情绪。如《弄臣》第二幕，男中音悲剧

角色里戈内多惧怕地唱出宣叙调“但老头儿的诅咒不能

忘”，就明显体现出音乐性增强的特点。

西方悲剧歌剧中宣叙调发展成熟于浪漫主义中后

期，此时的宣叙调的旋律性明显增强，有节奏、速度、力度

的对比，伴奏还是以大型交响乐队进行有旋律的伴奏，从

形式上来说，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载体的，但它的演唱

形式和咏叹调已经没有明显的差别，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偏重表达悲剧人物对事物的看法、自身观点的陈述，没有

咏叹调中那么强烈的情感表达，因而演唱上的语气感很

强，对悲剧人物的戏剧性刻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有

力地推动了悲剧歌剧剧情的发展。

而中国悲剧歌剧中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是以中国

丰富多彩的地方性语言为载体的，略显复杂。在早期的

中国悲剧歌剧中，宣叙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道白”如果

没有带有旋律性的咏叹调出现，宣叙调完全是话剧中的

对白，因此这种宣叙调形式也被称为“话剧加唱”，而在西

洋悲剧歌剧中，道白因为不涉及到演唱，因而不能称为宣

叙调，与宣叙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与中国歌剧是

有区别的。中国悲剧歌剧中这种苍白的道白式宣叙调的

运用直到歌剧《白毛女》的出现才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

剧中还是以道白来贯穿剧情发展、完成人物之间的交流

对话、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等，但在剧情发展的戏剧性段

落，人物的内心碰撞比较激烈或表达个性比较鲜明的人

物性格特点时，宣叙调多以“道白加演唱”的形式出现。

如悲剧歌剧《白毛女》中，男低音声部角色杨白劳被迫在

喜儿卖身契上按上手印时，有一段刻画他内心世界的宣

叙调，就是以演唱和道白交替的形式出现的：

（演唱）“老天杀人不眨眼，黄家就是鬼门关！”

（道白）“杨白劳，糊涂的杨白劳啊。”

（演唱）“为什么文书上按了手印？亲生的女儿卖给

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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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白）“喜儿啊，你爹对不起你啊。”

（演唱）“你等爹爹回家来过年，爹怎能有脸把你见？”

杨白劳的这段宣叙调一共五句，音乐的节奏感增强

而变得更加紧凑，抒情性增强更能表现人物心理，演唱性

增强更能体现音乐性特点，并把书面化的语言用演唱来

表现，而口语化的语言用道白表现，二者交替共同完成宣

叙调的演唱。

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宣叙调创作上还是起步时

期，道白与歌唱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歌剧的故事性情节

表现还是以话剧表演的框架完成，音乐的表现力远远达

不到剧中角色的表达需求。贺敬之曾指出：“技术上我们

的缺点更多，有许多地方，是说白加韵脚，配上曲调。而

一般的说白，则完全是话剧的处理方法。”［２］之后，中国悲

剧歌剧中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经历了向戏曲音乐发展

的新历程，将传统的道白发展为戏曲的“韵白”，这种宣叙

调是当剧中戏剧矛盾冲突比较强烈，人物的语言有重要

性意义，或是人物内心有强烈的情感需要抒发的时候较

为常用，如歌剧《江姐》中男低音角色国民党军官沈养斋

在监狱中恐吓江姐的一段宣叙调，有机得将道白、对唱和

戏曲韵白结合在一起，用中国戏曲特有的“紧拉慢唱”来

演绎，见歌词：

沈养斋（韵白）：“江学琴，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

黑铁牢，美式刑法四十八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江姐（韵白）：“你何必虚作声势，张牙舞爪！我坚如

泰山不动摇！山高何惧风雪大，革命者哪怕你毒刑拷打

烈火烧！……”

沈养斋（道白）：“好得很！”（演唱）：“连一个女共产

党还应付不了，稍时间定叫你低头求饶！”

江姐（演唱）：“山可移海可填，我的心不变！头可断、

血可流，我的志不饶。”

沈养斋（演唱）：“你可知我杀人有多少？”

江姐（演唱）：“江雪琴挺胸站，至死不弯腰！”

除了戏曲韵白式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的丰富，此

时期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还具有了较强的音乐性，能

在逐渐加强的旋律性音乐中，为咏叹调作铺垫，将之引

进。如歌剧《江姐》中，剧情进行到当大家在为彭松涛同

志为革命牺牲而悲愤不已的情节时，队长兰洪顺有一段

男中音声部宣叙调是这样进行的，见歌词：

兰洪顺（道白）大吼一声：“司令员，你就下命令吧！”

众游击队员（道白）：“下命令吧！”

接着引入到了兰洪顺的咏叹调唱段《仇不报，心不

甘》，与众游击队员之间有一句对唱。

此时期的中国悲剧歌剧中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尽管

已经基本发展成熟，但还是与成熟时期的西方悲剧歌剧

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注重旋律性、刻意模糊咏叹调与宣

叙调之间界限的特点不同，中国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的

演唱中，咏叹调和宣叙调还是有明显的演唱界限，歌剧中

宣叙调演唱的主流还是带有旋律性的宣叙调和道白相结

合的演唱方式，戏曲韵白不占主流，但也能偶尔出现。

金湘作曲的悲剧歌剧《原野》，将中国悲剧歌剧中男

中低音声部宣叙调成熟发展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这部

歌剧中，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形式多样，风格多样，并由

大型的交响乐队伴奏，带旋律的宣叙调在伴奏下进行多

调性的游移，并与旋律性音乐片段有机结合在一起。在

中国式的语言腔调和语言节奏中，结合借鉴说唱音乐的

特点，将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创作成似说非说、似唱非

唱、说唱结合、说重于唱的演唱形式。不仅如此，剧中还

有一些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中加入了中国戏曲韵白和古

诗词吟诵的语言特点，如仇虎与男低音白傻子的对话。

总的来说，就悲剧歌剧中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而

言，中国歌剧中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由于受到了多方

面的影响而难以与西方重叠，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戏曲、

中国的观众的审美习惯都左右和制约着中国歌剧男中低

音声部宣叙调的发展。西方的男中低音声部宣叙调多为

旋律性宣叙调，它强调的是音乐本身的旋律线条和音乐

表现力，因而宣叙调与咏叹调之间的界限还是较中国男

中低音声部宣叙调模糊。因为宣叙调是介于“语言”这种

载体而创作的，因此，从语言角度而言，中国男中低音声

部宣叙调的演唱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会更丰富具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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